
清代民间地权习惯与基层财税困局
＊

———以闽台地区一田多主制为例

赖骏楠

摘 要 以一田多主制为代表的清代民间复杂地权习惯，对清帝国的基层治理和财税收入构成了长期的困

扰。代表精英官僚视角的《福建省例》，对一田多主制在名义上持彻底的否定态度，但在田赋征收中却允许根据

地权现状进行变通操作。清代台湾地区的淡新档案显示，基层官府完全承认一田多主的事实，并对田面主 /小租

主的习惯性利益予以保护。由大小租制引发的复杂的抗租纠纷，导致基层官员疲于应付相关词讼，并面临来自

田底主 /大租主的抗缴田赋压力。作为官有土地的屯田，也援用民间的大小租制，进而导致官方在面对屯田小租

权频繁流转的局面时，难以征收作为大租的屯租。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刘铭传在台湾开启的财政整顿运动，并未

改变大小租制这一根本的地权格局，反而令租佃、租税关系更为复杂。中国民法近代化运动中“物权法定”原

则的确立，实际上有助于化约民间地权的复杂性，便于政府的管理与征税，从而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一历史任务。

关键词 一田多主 民间地权 田赋 刘铭传 国家建设

作者赖骏楠，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以地权为核心制度的中国传统私法秩序，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学者长期关注的焦点之

一。在经历了数代学者的耕耘后，晚近的研究已能够表明，即使不存在近代欧陆意义上的民法典及

相应的法解释学，但自宋代以来不可扭转的土地私有趋势，使得以地权习惯为核心内容的民事习惯

不断繁荣滋长，并在明清时期达到其成长高峰。① 在国家立法几乎完全缺位的情况下，该时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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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财政法制变革与国家现代化研究” ( 18CFX010) 及复旦大学法学院新入职青年教师科
研启动支持计划“中国近代土地法制变革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例如杨国桢: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 修订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Michael J．
E． Palmer，The Surface-Subsoil Form of Divided Owner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ome Examples from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1， No． 1 (1987) ， pp． 1－119; 梁治平: 《清代习惯法: 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日］
滋贺秀三等: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晋藩: 《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郭建: 《中国财产法史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曾小萍、欧中坦、加拉德编: 《早期
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李超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日］ 寺田浩明: 《权利与冤抑: 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
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龙登高: 《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美］ 黄宗智: 《清代以来民
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 历史、理论与现实》 ( 三卷本)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曹树基、刘诗古: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
( 修订版)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Taisu Zhang， 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Kinship and Propert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 Cambridge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戴建国: “从佃户到田面主: 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
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第 161-180 页; 汪洋: “明清时期地权秩序的构造及其启示”，《法学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113-132 页; 陈云朝: 《近代“一田两主”习惯转型研究———以徽州六县为中心》，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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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民众在长期实践中发展出极为丰富多样的地权类型和交易方式，并催生出虽错综复杂但井然有序

的“活的”私法秩序与地权市场，从而使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至前工业社会所能容许的最大成就。②

然而，这一秩序并非尽善尽美。从 “私法 /经济 /社会”这一维度出发，埃里克森 ( Ｒobert
C. Ellickson) 和张泰苏探讨过此种复杂地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步德茂 ( Thomas M. Buoye) 则

描述过因地权纠纷引发的清代中国乡村各类暴力事件。③ 与之相比，本文侧重于结合 “公法
獉獉

/政治
獉獉

/
国家
獉獉

”这一维度，来审视清代的复杂地权。部分现有研究曾附带地论及明清官方对于民间地权习惯

的态度。④ 但是，结合各类地方传世文献和基层衙门档案，对如下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研究，迄今

仍属少见: 民间复杂地权对于国家机器———尤其是基层机器———的日常运作究竟会造成何种影响?

官方对这些地权习惯的态度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这些政策和措施在现实中的贯彻情形如

何? 麦柯丽 ( Melissa Macauley) 曾经从国家建设 ( state-building) 的视角出发，考察过清代福建省

官方在面对因复杂地权问题而导致的诉讼爆炸和税收困境时所采取过的应对措施及其实际效果。⑤

但由于该文侧重于对清季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土地法改革的宏观比较，所以并未结合更为丰富的一、
二手文献对清季福建 ( 或闽台地区) 的地权、诉讼与税收间关系议题予以更加细致的探讨。

本文将尝试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考察明清地权习惯对基层财政汲取乃至国

家建设的影响。本文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将限定在清代福建省 ( 自光绪十四年 ［1888 年］ 之后则

是福建、台湾两省) 。在清代，闽台地区以其发展至烂熟的一田多主地权模式，给各级官员和各层

政府机构制造了长期的困扰，而闽台官方也数度尝试对这种复杂地权予以规制。此一个案，或许是

展现明清地权与国家间关系的绝佳例证。

一、“国家的视角”

与欧洲中世纪和日本中古时期君主收入主要源自王室领地的情形不同，明清中国的财政来源基

本上依赖于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直接面对皇权机器的、涉及全体臣民的赋役体系。⑥ 因此，征

收赋税，尤其是田赋，便成为明清中国官僚机器的核心任务之一。在机构和人员配置方面，中央的

户部、省级的按察使司、地方的州县官及其幕友都直接服务于这一财政目的。各种官方及半官方的

土地、人口和财税统计册簿，也都构成对此赋役体系之运行的定量监督。鉴于田赋这种 “正项钱

粮”对于帝国运行的根本作用，征收田赋的成绩，也成为州县官的核心考核指标。清代的 《吏部则

例》和《六部处分则例》均对未完成征税任务的基层官员有着极为详细和复杂的惩罚性规定。相

反，州县官若能在每年的财政报告上交之前征足钱粮，就有望得到记功、加级、升职等奖励。⑦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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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注①，龙登高书; 注①，曹树基、刘诗古书，第 17、290-294 页。
参见 ［美］ 罗伯特·C·埃里克森: “复杂地权的代价: 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乔仕彤、张泰苏译，《清华法学》2012

年第 1 期，第 5-16 页; 注①，Taisu Zhang 书，pp. 35-63; ［美］ 步德茂: 《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 18 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
纠纷》，张世明、刘亚丛、陈兆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参见注①，杨国桢书，第 89-90 页; 注①，梁治平书，第 132 页; 注①，寺田浩明书，第 94 页; ［美］ 黄宗智: 《清代以来
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 ( 卷二·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 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6-87 页; 何莉萍: 《民
国时期永佃权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72 页; 注①，汪洋文，第 115 页。

参见 Melissa Macauley，A World Made Simple: Law and Property in the Ottoman and Qing Empir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Vol． 5， Issue 4 (2001) ， pp． 331－352。她的另一作品也曾对清代福建地权、诉讼与税收等问题有过研究，但并未借鉴国家建设和比较
法律史的视野，参见 Meliss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 1998， pp． 228－248。

参见 ［日］ 岩井茂树: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13 页。
参见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 ( 修订译本) ，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7-209 页。



此，至少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他们有充分的动机去足额完成每年的田赋征收任务。
那么，明清帝国的赋税体系面对的主要 “征收对象”———民间土地及其收益———又处于何种状

态呢? 此处将以清代福建地区的 “一田多主制”这一地权习惯为例，来展现清代国家所面对的 “社

会”的复杂性。一田多主，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存在多个 “业主”的情形。这种制度最常见的形

态，就是田底主与田面主并存的局面。其中，田底主是清代法律上认可的 “业主” ( 在较模糊的意

义上，也可被认为是所有权人) ，他负责缴纳田赋，其姓名被登记在官府的地籍册上，其收益来自

田面主每年缴纳的地租; 田面主则是受到习惯认可的 “业主”，他对于土地的权利未经过官府登记，

也无须完粮 ( 缴纳田赋) ，但在现实中他往往实际控制着土地，既可将土地自耕，又可将土地租佃

给他人 ( 后者更为常见) ，其负担则是每年向田底主缴纳一定的地租 ( 但田底主无权撤佃) 。在最

成熟的情形下，田底与田面是两种相互间完全独立的权利或 “物”，它们在地权市场中的流转完全

不受对方的牵制: “有一田而卖与两户，一田骨一田皮者。有骨皮俱买者。田皮买卖，并不与问骨

主。骨系管业，皮亦系管业。骨有祖遗，皮亦有祖遗。”⑧ 由于田面主与田底主对各自享有的土地收

益都有完整处分权，所以他们也就能将自己收益的全部或部分，以绝卖、活卖、典、抵押贷款、租

佃等交易形式，投入到地权市场之中。可以想见，在田面与田底相分离的基础上，同一块土地会产

生多种类型的
獉獉獉獉獉

、复数的收益人
獉獉獉獉獉獉

( 即田底主、田面主、典权人、放贷人、佃耕户)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皆可被认为是这块土地的 “业主”。⑨ 根据杨国桢对明清福建契约文书的整理，建立在田面与

田底相分离基础上的一田多主制，几乎遍及福建各县。瑏瑠

关于“一田多主”的历史成因，学界已有成熟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瑏瑡 此处关心的问题在

于，一田多主对于国家财政———尤其是对于基层政权的财政汲取———会造成何种影响? 可以想见，

由于一田多主制中同时存在着数个土地收益人，且土地收益的分配必须经历多重且复杂的收益流动

过程，故而一旦收益流动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纠纷，都可能影响理论上的最终收益人———田底

主———的收益状况，并影响其缴纳田赋。即使是在最为经典和简洁的一田多主模式——— “佃耕户—
田面主—田底主”———当中，土地产出或收益的分配，也历经了两次流转和三个主体。不论是在佃

耕户与田面主之间，还是在田面主与田底主之间，若发生欠租纠纷，则田底主最终的完粮能力都可

能受到影响。更何况，现实中的一田多主大多比这一经典形态更为复杂。
尽管《大清律例》完全没有关注一田多主现象，但福建省级精英官僚却不得不应对本地的这种

棘手情形。在《福建省例》这一省级行政规章文件的汇编中，我们能够发现当地历任督抚、按察使

和布政使对于一田多主的态度及应对措施。至迟在雍正年间，福建省高层便已经认识到一田多主现

象的普遍存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与财政问题。该地省级官员发现，田面主在现实中的地位，远不

限于他们在表面上的佃户身份: “一经买契，即据为世业，公然抗欠田主租谷，田主即欲起田召佃

而不可得。”由于田面可以自由转卖，欠租的田面主有时利用这一手段逃避历年欠租: “甚有私相田

皮转卖他人，竟行逃匿者。”最终的结果，必然是 “田主历年租欠无着，蜦粮累比
獉獉獉獉

，陷身家而误考
獉獉獉獉獉獉

成
獉
” (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瑏瑢 从省级官员的视角来看，正是一田多主导致抗租纠纷 ( 尤其是田面主

抗欠田底主) 频发，进而不仅导致“狱讼繁兴”，而且还耽误国课，所以这种地权习惯无疑是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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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清］ 陈盛韶: 《问俗录》，卷一“建阳县”，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3 页。
关于明清时期民间对于“业”的理解，参见戴炎辉: 《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年版，第 469 页; 注①，

寺田浩明书，第 86 页。
参见注①，杨国桢书，第 307-309 页。
参见注①，杨国桢书，第 88、219 页。
《福建省例》，“田宅例”，大通书局 1987 年版，第 445 页。



禁革的“恶俗”。在雍正八年 ( 1730 年) 、乾隆二十七年 ( 1762 年) 、乾隆二十九年 ( 1764 年) 和

乾隆三十年 ( 1765 年) ，福建省当局先后明确下令禁止田面习俗，并规定 “以田皮、田根等名色私

相售顶、承卖即到官控告者，务即按法重究，追价入官，田归业主另行召佃”。其规定不可不谓严

厉。福建省当局还下令将这一决定刊刻告示，甚至树立石碑，“以垂久远”。瑏瑣

清代福建省级精英官僚的上述立场，正符合詹姆斯·斯科特 ( James C. Scott) 所说的 “国家的

视角” ( seeing like a state) 。斯科特曾指出，官僚制国家在面对其难以理解的、变动不居且错综复

杂的各种地方性实践时，总是倾向于对后者加以简化 ( simplification) 的改造，而这种简化尝试是

出于行政管理和财政收入上的便利考量，“从而可以集中地从上到下加以记录和监测”。瑏瑤 在土地法

方面，官僚制国家倾向于让一块土地只存在一个明确的所有者，该所有者的权利受到司法与警察制

度的保障，其义务则是定期向国家纳税。从“国家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比过去要破解复杂的

公共产权和各种各样土地制度的混合物不知容易多少”。瑏瑥 同样地，从清代福建省级精英官僚的视角

来看，民间地权当然是越简单越好，最好能简单到即便是一位到此任官的外省籍官员也能一目了然的

地步，因为这将极大地便利基层官员的行政管理，减少因地权纠纷引发的词讼审理负担，并最终确保

征税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面对复杂的“地方性知识”时，所有的官僚制国家都有着一种 “反熵”的

冲动。
《福建省例》还记载了一件 “国家的视角”与 “基层的视角”相遭遇的事件。乾隆四十九年

( 1784 年) ，福建闽清知县万友正向闽浙总督富勒浑报称，鉴于一田两主现象在该县 “相沿已久，

势难禁革”，故而请求准许该县的田面买卖当事人赴官缴纳契税以增加岁入; 另外，鉴于省城民人

多有在该县购买田产 ( 实际上是购买田底) 者，而闽清知县每年赴省向此类人等征收田赋殊为不

便，且耽误本县公事，故而请求允许改变征粮方式，即改为“省户到县收租，即令籴价易银，将本

户应完粮赋全行完纳，其有不完者
獉獉獉獉獉

，就种田之佃
獉獉獉獉獉

( 实为田面主———引者注) 催其代完
獉獉獉獉

”。瑏瑦 很显然，

身处县级衙门的万友正，对于一田多主制及其催生的不在地主制 ( 田底主因不是田产的实际控制

人，所以多居住于远离田地的城市) 在基层的普及状况更熟悉，也更了解省级官僚的 “单一业主”
政策和围绕“法定业主”而设计的田赋征收制度在现实中的贯彻难度。不论他本人是否对此有清醒

的认识，万友正看似语气缓和的改革建议，客观上却具有重大的革新意味: 这一建议实际上是以允

许缴纳交易税的方式，来承认和保护田面主独立于田底主的合法地位，而且以 ( 在部分情形下) 向

田面主征收田赋的方式 ( 虽然名义上仅称作 “催其代完”) ，来承认其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乃至其

真正或最强
獉獉

“业主
獉獉

”的地位。闽浙总督在收到上述建议后，批示布政使与按察使两司合议此事。
福建省级官员合议之后的结论，是对万友正上述方案的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针对万友正有关

对田面交易征收契税的建议，福建省级官员重申了雍正八年以来的一系列禁令，明确强调田面交易

的非法性。而且，福建省级官员指出，如果田底和田面的交易都可以投税，那么就会导致 “一田两

税”，将有违仁政宗旨。因此，将田面权合法化并对其交易征税的做法，实际上是 “徒知禁其流，

而不思所以清其源”瑏瑧。不过，福建省级官员却赞同万友正提出的当在外地田底主欠粮时由本地田面

主代为完纳粮赋的建议，因为这种操作 “事属简便”瑏瑨。由于万友正在这后一项建议中始终将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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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称为“佃户”，所以至少在名义上并没有触犯禁革田面的省级禁令，福建省级官员在接受该建议

时，也就不会有面子上的为难。闽清知县与福建省级精英官僚间的这次政策博弈表明，尽管官僚制国

家拥有简化民间地权类型的本能冲动，但在缺少足够力量改造基层地权结构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在征

税操作中顺应复杂地权的现实 ( 尽管在法律“表达”层面，他们仍旧不愿将这些事实予以合法化) 。
不过，“国家的视角”要想得到彻底贯彻，就需要足够的国家能力予以支撑。尽管闽浙总督、

福建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都不缺乏改造基层地权的意愿，但他们的确缺乏充足的行政力量来实现

其意愿。瑏瑩 对于基层官员而言，他们不仅缺少足够的资源去贯彻省级禁令，甚至也缺少充足的动机
獉獉

去执行此禁令。由于任期短暂、更调频繁，州县官常常不愿在地方治理中投入过多的精力。对于一

田多主这一上级眼中的 “恶俗”，州县官更有可能在衡量财税的暂时稳定、具体诉讼中的息事宁人、
地方在短期内的安靖等目标后，在司法和行政中采取机会主义的处理态度，甚至是默认的态度。也

正因为如此，万友正才在前述乾隆四十九年 ( 此时距禁革田面禁令的颁布至少已 54 年) 的禀报中

表示，田面习俗在现实中难以禁止。福建省级官员自身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这一习俗的普遍存在

以及州县官的不作为，即使下令“立碑永禁”，甚至在“穷乡僻壤”尝试 “刊刻木榜，一体示禁”，

最终仍难以逃脱“日久废弛，愚民无所儆畏”的结局。瑐瑠 在乾隆朝之后，尽管在名义上原有禁令仍

然有效，但福建省当局似乎再没有就一田多主问题发布过新的禁令。

二、陷入地权丛林的基层司法与财政

( 一) 抗租案件与田赋困境

本部分将暂时离开省级精英官僚的视野，而转移到 “国家”与 “社会”的日常相遇之处上去。
而这必然涉及对基层衙门档案的考察。由于清代福建省内地部分的各县衙档案现今几乎未有存世，

此处的考察将依赖清代台湾地区淡水厅—新竹县档案 ( 学界通常称之为 “淡新档案”) 。瑐瑡 自康熙二

十三年 ( 1684 年) 清政府从郑氏政权手中收复台湾并在此设府，直至光绪十四年 ( 1888 年) 台湾

完成建省，台湾都是福建省的一部分。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 ( 多为闽、粤两地人群) 在岛内不断垦

殖土地，同时将内地的地权习惯也一并带至台湾。
与福建内地部分类似，一田多主制是清代台湾的地权常态。田底与田面的分离，在岛内以大小

租制这种三层地权体系的形态呈现。在 18 世纪，汉族移民开始大规模赴台开垦荒地时，持有官方

执照的“垦户”往往承包下大片土地，然后将土地细分，以招佃形式招揽佃户进行真正的开垦。由

于此类佃户以自己的人力和财力对荒地进行了开垦，作为习惯上的回报，他们就对土地拥有了超出

一般佃户的更多权利，亦即田面权。这类佃户随后也多将土地耕作权出租给他人，从而自己也晋升

为食租者。结果，最初的“垦户”就成为法律上的“业主”或“业户”，被称为“大租主”的他们

负责缴纳田赋，其权利则是从下一级食租者或直接从佃耕户那里收取俗称 “大租”的地租。而第二

级食租者则俗称“小租主”，他们将土地租给真正的佃耕户，并向后者收取 “小租” ( 但也存在小

租主自耕的情形，以及将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的情形) 。这一地权体系的最下一级收益人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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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译，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 2003 年版，第 21-29 页。



真正的佃耕户，他们在缴纳全部大小租后，可以保留剩余的土地收益。一般而言，大租占土地总收

成的 10% -20%，而小租则占 40%左右。瑐瑢 大租权和小租权都是相对独立且可自由处分的 “物权”，

因此可被投入到地权市场中自由流转，从而造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地权格局。
在淡新档案中，大小租制是一种可在官员面前公开存在

獉獉獉獉
的事物。由此可见，《福建省例》中的

禁令在基层衙门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 或许当事人根本就没意识到禁令的存在) 。当小租主卷入诉讼，

并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或侵害时，他们往往毫无顾忌地摆明自己的小租主身份，并向衙门提交

能够证明自己拥有小租权的契约或者分家书。而官府也未曾质疑过小租权本身的合法性。光绪七年

( 1881 年) ，新竹知县在一份提交给福建省当局的案件汇报中，甚至毫无贬义地介绍起该地的大小

租制: “惟查台地俗例，佃户向有完纳大小租者，大租归于业户，小租则归田主。”瑐瑣 借用埃利希

( Eugen Ehrlich) 的术语来说，大小租制不仅是当时淡水新竹地区民众们的 “行为规范”，而且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官府处理纠纷时的 “裁判规范”。瑐瑤

可以想见，与福建内地的情况类似，清代台湾的大小租制也将导致各类复杂的地权纠纷，尤其

是抗租纠纷。一旦这些纠纷在民间难以得到化解，就有可能闹至官府。而官府一旦不能有效解决这

些纠纷，就有可能导致作为纳税人的大租主无力完粮或声称无力完粮。清代淡水新竹地区在司法实

践中对大小租主“一体保护”的倾向，也更有可能加剧抗租纠纷中双方立场 ( 尤其小租主的立场)

的“硬度”。尽管现存的淡新档案可能并未完整保留该地区全部抗租案件的卷宗，但笔者还是识别

出了 20 件以上其主要案情为抗租的案件。
在光绪十四年 ( 1888 年) 之前发生的 20 件抗租案件 ( 该年份之后的案件留待后文讨论) 中，

多数涉及大小租主之间的纠纷 ( 15 件) ，只有 6 起涉及小租主与佃耕户之间的纠纷，涉及大租主与

佃耕户间纠纷的则更是少数 ( 5 件) 。瑐瑥 大租主与佃耕户间的纠纷之所以较少被提交给官府处理，是

因为大租主与佃耕户之间的直接联系本来就少。而小租主与佃耕户之间的纠纷之所以较少闹至官

府，则是因为当佃耕户抗租时，小租主依据习惯有撤佃的权利，且小租主多属在乡地主，对土地的

控制力强，所以也拥有撤佃的实际能力。结果，小租主在面对佃耕户时拥有的习惯上的撤佃权和事

实上的撤佃能力，使得前者在抗租纠纷中更容易迫使后者就范，从而不会令民间纠纷轻易演化成司

法案件。相比之下，由于小租权对于小租主而言已是独立的 “己业”，一旦在大小租主之间发生抗

租纠纷，大租主就缺少撤佃权 ( 或者说撤销小租的权利) 这种 “自力救济”手段，并且也很难直

接要求佃耕户缴纳大租 ( 因佃耕户多受小租主的直接控制) 。在这种局面下，大租主只能将纠纷提

交给官府裁断，以寻求权益保护。这些现象，也表明小租主在整个地权结构中的强势地位。
让我们来关注这 20 起抗租案件中的财税面向。由于官方规定完粮责任由大租主承担，所以在

大部分抗租案件 ( 15 件) 中，大租主都会在诉状中声称由于小租主或佃耕户的欠租，自己已经无

力完粮，或可能在今后无力完粮。这种套路性的说辞实际上是一种对官府的威胁，以迫使后者做出

对大租主有利的判决。在 5 起抗租案件中，淡水同知或新竹知县曾在批示中表明自己对完粮问题的

关切。一般而言，如果案件涉及的抗租额度较小，那么与此相关的田赋额度也就较小，基层官员所

面临的考成压力也就不大，于是官府便不会在案件中直接表达对完粮的关切。但一旦抗欠租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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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 1000 石以上) ，导致严重威胁财政安全时，官府便会对田赋问题表达严正的关切 ( “吴顺记

控徐阿千等”“徐熙拱控彭阿赐”两案便属此种情形瑐瑦) 。若案件中大小租主的大量田产未经报官登

记，由于涉及“欺隐田粮”这一须由清律治罪的情形，且直接威胁官府的财政收入，则官府也会在

案件中对田赋问题表达关切 ( “吴顺记控徐阿千等” “刘清福控刘万寿等”两案属于这种情形瑐瑧) 。
换句话说，虽然官府不会在全部抗租案件中表达财政关切，但一旦案件涉及的是某些拥有大片田产

的“缴粮大户” ( 他们在官府眼中的地位，颇类似于今天各地的龙头企业等 “纳税大户”) 的利益，

或者涉及向官府欺隐大量田产，官府便会毫不掩饰自己对完粮问题的关切。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官

府甚至会派出兵丁协助大租主收租，以便确保田赋进账。瑐瑨 这充分体现出重大抗租案件对基层衙门

财政事务造成的困扰和压力。而且，即使官府尝试认真处理欠粮问题，但在一些抗租纠纷中，淡新

档案显示仍有大量田赋 ( 或其他形式的税费) 未能及时完清。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司法档案难

以完整和精确地呈现出当事人的纳税情况，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在现实中的拖欠赋税行为，很有可能

未曾被记录在这些司法
獉獉

卷宗内。
以下将以“吴顺记控徐阿千等”这一典型的大小租主间纠纷案为例，来展现大小租制导致的复

杂抗租纠纷及其对基层司法和财税的影响。该案属于极为典型的长期缠讼: 案件在时段上跨越道

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总计三十余年 ( 淡新档案中残留下的该案卷宗，始于咸丰年间) ，并历

经至少 14 任淡水同知的审理，甚至惊动了闽浙总督。在该案发展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为维护利益，

均不惜使用或扬言使用武力，甚至一度迫使淡水厅派兵干预。瑐瑩 根据林文凯的研究，导致此案发生

的最关键背景，乃是淡水厅竹北二保大溪墘庄东畔田产的大租主吴顺记 ( 系家族名号) 与众小租主

间就大租缴纳是否应由分成租 ( 抽的租) 改为定额租而发生争议。该地自雍正年间给垦以来，大小

租主间长期维持“一九五抽的租”模式，即小租主依据每年的丰歉状况，将 15% 的土地收益作为

大租交给“业户”。在开垦早期，由于土地高亢，缺乏水源，收成少且不稳定，分成租模式对小租

主更有利。但至道光中期，经小租主长期自投工本修筑水塘，土地产出逐年升高。在此种情形下，

若仍维持原有的分成租模式，则将意味着大租主在改良土壤上未做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却坐享小租

主对土地投资所形成的不断上升
獉獉獉獉

的收益。此时的小租主有着强烈的动机以定额租的方式将大租主的

收益固定化，从而“保护”或独享自己的土地投资收益。而大租主则自然倾向于维持分成租模式，

以便分享新增的土地收益。正是这种“土地收益分配结构的内在紧张性”，导致小租主开始长达数

十年的集体抗租行为，并迫使大租主不断将前者控告至淡水官方。瑑瑠

由此可见，一田多主制下的两方 ( 甚至两方以上) 的 “业主”对土地收益分配的根本性冲突，

是构成此案纠纷的结构性
獉獉獉

因素。与这种结构性冲突相匹配，大小租主也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财产权
獉獉獉

”
观念
獉獉

。对于大租主吴顺记家族来说，要求小租主恪守 “契约精神”、严格按租佃契约规定的分成租

模式缴纳大租，便是其在本案中祭出的法宝。在吴顺记提交的诉状中，抗纳大租的佃户被描述成

“狡猾奸诈”的“玩佃” “奸佃” “虎佃”，其违约行为既导致大租主 “业租无收”，又 “贻害国

课”。瑑瑡 而小租主所持的有关财产分配的正义观念，则是一种有关 “劳动创造价值”的朴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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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22211。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12。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65。
参见淡 新 档 案，民 事-田 房-抗 租，22202-17，22202-31，22202-33，22202-34，22202-39，22202-40，22202-41，22202-42，

22202-65，22202-105，22202-107，22202-108，22202-115，22202-145。
参见林文凯: “清代地方诉讼空间之内与外: 台湾淡新地区汉垦庄抗租控案的分析”， 《台湾史研究》第 14 卷第 1 期

( 2007) ，第 12-13、16-17 页。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22202-2，22202-3，22202-17，22202-22，22202-127。



正如黄宗智所言 ( 尽管并非针对此案) ，“生地只有通过种田人的努力种 ‘熟’后才具有真正的价

值。因此一个佃户把一块几乎一文不值的土地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他应该从他的辛劳中受益，

似乎是适当的和公正的。”瑑瑢 所以，大溪墘庄的众小租主，才在呈文中恳请淡水同知判处 “业户按

甲吐课，佃人亦按甲定抽”，瑑瑣 其目的正在于以定额租的形式，将大租主的收益予以限制和固定化，

从而尽可能独享自己对土地改良后的收益回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将小租主所持的这

种财产观念清晰展示出来的，并非小租主本人，而是大租主。在咸丰十一年 ( 1861 年) 的一纸诉

状中，吴顺记家族代表吴国英声称:

且英父 ( 祖) 承 ( 买大) 溪墘一带租谷，价已数仟，不 ( 过) 荒埔草壤之田耕耨，矧当

年生番猛烈，四处□出，务多设隘丁，( 时多任务) 食、铅条、火药，兼以开
獉

( 埤筑
獉獉

) 圳
獉

，借
獉

备银本
獉獉獉

，又复不计数仟
獉獉獉獉獉獉

……亏英父祖披荆辟棘，百倍艰辛，方成沃土，受其抗欠，心谁得甘?瑑瑤

但是，吴国英对这种财产观念的盗用，立即惨遭官府打脸。淡水同知秋曰觐在批示中写道:

“至于埤圳等事，系佃户抛本，与尔何干?”瑑瑥

除了抗租这一主要案情，此案中尚有另一问题同样引起官府的严正关切，亦即小租主一方所控

告的大租主“匿甲吞课”举动。根据小租主在咸丰七年 ( 1857 年) 递交的诉状中的说法，大溪墘

庄一带土地在乾隆年间开垦之初，仅在官府登记了 25 甲 ( 约 282. 5 亩) 垦熟田地。随着小租主们

在该庄的不断开垦，到此案发生的年代，垦熟土地至少已经达到了小租主们声称的 440 余甲 ( 近

5000 亩) ，但作为“法定业户”的大租主一直没有就这些新垦熟的土地赴官报丈陞科，从而逃脱了

大量的田赋义务。瑑瑦 在咸丰十年递交 ( 1860 ) 的一纸诉状中，小租主们更是指出垦熟土地现已达

“壹仟甲有奇” ( 11300 亩以上) 。鉴于欺隐田粮是明确受到 《大清律例》禁止的行为，瑑瑧 且直接威

胁地方官府的财政收入，数任淡水同知均对此事颇为重视，并不断声称要“亲临勘丈，照则陞科”，

甚至扬言要将大租主治罪。瑑瑨 但以当时的技术能力和行政人员配备，要想在不耽误其他公事的前提

下及时丈量完万余亩以上的土地，显然并非易事。而吴顺记一方也曾向淡水同知提醒过勘丈的难

度: “况该处硗瘠不堪，或数百步仅恳 ［垦］ 一区，或千余步祇有数亩，加以地势高下，奇零不齐。
如欲逐一勘丈，非数十天不能蒇事。”瑑瑩 结果，勘丈一事只能不了了之，而淡水同知扬言按欺隐田粮

律对吴顺记治罪，也只是停留在迫使吴家服从官方判决之手段的层面。
在此案的卷宗中，我们还可发现由此案牵扯出的几件影响较小的 “案中案”，而这些 “案中

案”也与一田多主的地权结构高度相关。例如，在咸丰三年年底 ( 1854 年年初) 的一次堂讯中，

小租主罗阿锡声称其父在道光年间已将小租权卖与他人，双方约定所有积欠大租皆由买家代为完

纳。但新小租主显然没有缴纳新旧欠租。而吴顺记一方则不知这份小租权已被转卖，所以仍将旧小

租主罗阿锡私自捉拿并交给官府。瑒瑠 这是由小租权自由转卖
獉獉獉獉

引发的欠租纠纷。又例如，咸丰四年

( 1854 年) ，因欠租被官府关押在案的小租主姜双年、姜双全兄弟，在一份诉呈中声称: 其父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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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④，黄宗智书，第 94 页。
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98。“甲”是清代台湾地区通用的土地面积单位，1 甲约相当于 11. 3 亩。
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5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53。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76，22202-77。
参见 ［清］ 薛允升: 《读例存疑》，黄静嘉重校，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1 年版，卷十“户律之二·田宅·欺隐田粮”律文及

所附各条例，第 267-269 页。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77，22202-78，22202-100，22202-127，22202-165。
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35。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21。另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31。



房在道光二十五年 ( 1845 年) 间已经与其叔各房分家，姜双年兄弟两人所拥有的小租权仅系从其父

处继承而来，因此两兄弟仅需缴纳与该部分小租权相对应的大租; 吴顺记一方先前由于不知上述分家

一事，遂以私力救济的方式将其所认定的姜家代表———长房的姜双年、姜双全两兄弟———捉拿交给官

府; 吴顺记在知悉以上事实后，同意姜双年兄弟两人仅须缴纳部分大租，其余大租则“另行向讨”。瑒瑡

这属于因小租权已成为一种可以继承
獉獉獉獉

的“世业”、从而在分家析产后导致纳租责任不清的情形。
可以想见，面对如此规模庞大、错综复杂、经年累月、案中有案的地权纠纷，负责主审此案的

历任淡水同知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困扰和压力。在其对清代房地交易习俗及相关纠纷之官方裁判的研

究中，尤陈俊曾指出，相应裁判往往是“游移于私契秩序和律例秩序两极之间，通过地方官员原情

执法式的个案化处理，不断朝向最佳平衡点调整的一种动态”。瑒瑢 具体到此案中，历任淡水同知也是

不断地在各方当事人具体利益、官府财政需求、契约规定、事实变迁、伦理道义等因素间不断衡

量，努力提供一份既能在各方当事人利益和情绪间予以折中、又能确保财政安全的判决。但由于此

案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其相关判决似乎未能实现充分平息纠纷的效果。此案中最关键的两次判决，

分别发生在咸丰十年 ( 1860 年) 和咸丰十一年 ( 1861 年) 。在第一份判决中，淡水同知宁长敬在

没有实际丈量土地的情况下，直接将垦熟田地面积定为 440 余甲 ( 近 5000 亩) ，并断令今后小租主

以每甲五石 ( 略高于一般情况下的四石) 的定额租方式支付大租。瑒瑣 由于该判决免除了小租主所积

欠的数千石大租，且强令大租主接受定额租模式，所以必定引起吴顺记一方的不满。当新任淡水同

知秋曰觐于次年上任后，吴顺记一方立刻在新诉状中控告徐阿千等小租主仍在 “招集会匪数十”，

顽固抗欠大租。瑒瑤 是年九月 ( 旧历，以下同) ，秋曰觐做出新一轮判决。在同样未经实地土地丈量

的情况下，秋曰觐将垦熟田地的面积评估为 500 甲整 ( 约 5650 亩) ，规定今后每甲完纳大租六石。
新的判决还断令徐阿千等人缴完近四年所欠大租 2800 余石 ( 这意味着四年之前的大租被一概免

除) 。此外，秋曰觐还下令，吴顺记今后免于缴纳原定田赋，但须每年承担远高于田赋负担的 500
石“屯租”义务 ( 屯租之性质有待下文讨论) 。瑒瑥 尽管这份判决将每年应纳定额租的具体数额有所

调高，且愿意协助催缴部分被抗欠的大租，但仍然不符合大租主的期待。最关键的是，该判决以下

令年纳 500 石屯租 ( 约值 500 洋元) 的方式，让吴顺记的税费义务大为增加。吴顺记遂继续抵制判

决。瑒瑦 在此压力下，秋曰觐在该年年底将吴顺记每年应纳屯租额度由 500 石改判为 400 石，但又同

时规定此后 15 年内大租主不得再请求 “升租”。瑒瑧 大小租主随后都具结保证服从判决。但直至同治

年间，淡新档案显示小租主们仍在抗欠大租。瑒瑨

在此案中，除了大租主的收入长期未获保障，淡水衙门本身的田赋或屯租收入，也由于卷入

抗租纠纷而不断受到困扰。在其提交的几乎所有诉状中，作为 “法定业户”的吴顺记一方都在

声称他们因小租主的抗租行为而无力完粮，并以此暗示淡水同知应做出有利于己方的判决。瑒瑩 受

限于司法档案本身的性质，我们无法确知吴顺记在这场官司所历经的三十余年时间中的抗粮次数及

额度。但淡新档案显示，他们的确长期以此为借口拒缴钱粮。瑓瑠 当秋曰觐判令吴顺记每年缴纳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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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23。
尤陈俊: “明清中国房地买卖俗例中的习惯权利———以‘叹契’为中心的考察”，《法学家》2012 年第 4 期，第 28 页。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31。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35。另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36，2220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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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69。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81，22202-197。
尤其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52，22202-82，22202-84，22202-136。
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57，22202-146。



石屯租后，出于对判决的抵制以及对新增财税负担的不满，吴顺记又开始使用相同的策略来抗纳屯

租，亦即推称由于仍被小租主抗纳大租，所以屯租无着。瑓瑡 为表达对官府的不满，吴家甚至将与涉

案田地无关的其他田产所应缴纳的赋税也一并抗欠。瑓瑢 直至光绪初年，尽管淡新档案显示大小租主

间此时似乎没有发生抗租纠纷，但吴顺记一方仍在习惯性地拖欠屯租，以发泄他们对先前判决的

不满。瑓瑣

( 二) 官有土地的收益流失

18 世纪晚期以来，台湾长期实行以官府所有土地之收益来支付本地军事人员薪饷的制度。乾隆

五十一年 ( 1786 年) ，台湾设立屯制。所谓 “屯”，系指受官府指挥、由番社中部分男性成员 ( 屯

丁) 构成的军事组织，其职责是地方治安和剿匪事宜。瑓瑤 乾隆五十五年 ( 1790 年) ，闽台当局将汉

人在原本禁垦地带开垦的地亩没官，“作为屯田，由屯田收屯租，以给屯饷”，又将禁垦界外部分未

垦荒埔亦作为屯田向汉人招垦，官府收取屯租。对屯田上的佃户，地方官发给 “易知丈单”。瑓瑥 在

当时的财政体系中，屯租为外款，属于地方收入。但基层政府征收完本地屯租后，须解往府库，然

后由府发给所属各屯。瑓瑦 因此，屯租能否足额征收，也成为基层官员每年考成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屯田的地权模式与台湾民田一样，都是大小租制，只不过官府自身取代民间 “业户”成为大租

主。与民间开垦土地一样，屯田虽为官有，但仍须佃户费力垦熟才可耕种，若不给予佃户更多权

利，则难以吸引其前来开垦。此外，若屯田系没收而来，则这些田地上原本即存在成熟的大小租

制，官府虽然废除了原大租主并取而代之，但却难以废除小租主。因此，官屯在成立之初，即援用

民间大小租制，承认佃户的小租权，而官府自身则是大租主。官府对小租权的转卖不予干涉，甚至

没有要求屯田小租权在转卖时须前往衙门登记。瑓瑧

如果说民田上的大租主经常面临强势的小租主以各种理由抗纳大租的情形，那么作为大租主的

淡水衙门，其在征收屯田大租方面的表现只能说是更糟。尽管淡新档案的行政类档案中所保存的屯

租征收相关文件绝非完整，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到，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淡水官方几乎每年都

要遭遇大范围的小租主抗欠屯租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咸丰、同治时期对台湾而言也是 “多事之

秋”。受内地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该时期台湾亦爆发各种叛乱。咸丰十一年 ( 1861 年) ，天地会

领袖戴春潮一度率众攻陷彰化县城。直到同治二年 ( 1863 年) 九月，清军 ( 包括屯兵) 才夺回该

县城。瑓瑨 因此，在这一时期，淡水同知有着足够的动力和压力去征收足额屯租。
记载咸丰七年 ( 1857 年) 淡水厅屯租征收过程的 13701 号卷宗，可以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

淡水同知在这件事情上遭遇的挫折。是年六月二十二日，淡水同知马庆钊发布告示，宣布将于该月

二十八日开征屯租，并命令各佃“踊跃输将，即积欠各年分
獉獉獉獉獉

银谷，亦应扫数完纳”。瑓瑩 七月二十日，

就至少有一名高级差役因征收钱粮、屯租不力而遭到降级处分。瑔瑠 在稍后的一份文件中，我们可以

发现该名差役因催征屯租不力 “致蒙重比” ( 即被打板子) 。瑔瑡 九月十二日，马庆钊又发布告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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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淡新档案，民事-田房-抗租，2220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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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自己要亲自前往各庄监督征收。瑔瑢 十月二十三日，他又发布同样的告示。瑔瑣 三天后，他在另一份

告示中抱怨“各佃赴纳者尚属寥寥”，随后向小租主们祭出他所能提供的 “胡萝卜”: “如能先将本

年完清，在赏给花红、银牌，有能新旧全完者，从优赏给顶戴、花红以示鼓励。”瑔瑤 又过了三天，他

决定使出“大棒”，亦即请求本地驻防绿营派出兵勇逮捕抗欠屯租者。瑔瑥 同一日，他向一户 “扫完

新旧五年屯租”的“屯佃”赏给银牌、花红，并发布告示表彰此事。瑔瑦 再过一日 ( 即十月三十日) ，

他继续表示要“亲临催征”。瑔瑧 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马庆钊似乎异常愤怒地发出一张签票，勒令

将部分头役和粮差“随签锁带赴辕，以凭比追供屯税契各款公项”。瑔瑨 可以想象，此时又要有人因

催征不力而被体罚。直到十一月底，该同知仍在请求绿营协助收缴屯租，并逮捕顽固抗延者。瑔瑩

在紧接 13701 号卷宗的另一个卷宗里，我们或许能够找到马庆钊所处困境的原因所在。曾在该

年十一月下旬遭到体罚的粮差陈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一份禀报中，道出了导致屯租征缴困难的一

个原因，亦即他所称的“古今异户，确查未明”。陈树表示，在他负责监督的拳山保八家欠租的

“官庄佃户”中，现在只查出四户的正确姓名和身份，亦即 “陈宗、高玉、高万、陈扬”等四户。
陈树表示其余四个佃户仍然 “未能一时查出”，所以恳请淡水同知允许 “再行细查”。瑖瑠 实际上，在

一周之前，头役蔡陞、壮勇谢贤、林朝等人提供了一份内容与此相似但明显解释得更为详细的报

告。他们表示，在拳山保官庄中，“尚有八户俱各匿欠八年，有户名而无现佃可以赶催，履询历办

多年之粮差及该地协催乡保长等，俱各推称不知何人应纳，以致无从赶催，罔知其中有无受贿弊匿

情理，殊为不解”。瑖瑡 即便是陈树之前提供的那份 “正确”的四户名单，也可能并非相应田地上真

正的小租主。尽管如此，淡水同知仍例行公事地发出签票，命令曾贵、陈树二差立刻前去追缴已
“查明”之四户的欠租，并将顽抗者带至衙门接受审讯。瑖瑢 淡新档案显示，这种例行催缴的行为一

直延续到了同治元年 ( 1862 年) 。瑖瑣

差役们提到的“古今异户”，实际上是由屯田小租权频繁转卖所造成。屯田小租主可自由转让

其权利，且小租权交易既无须登记，更无须投税，这必然造成官方登记册 ( 即使它偶有更新) 上的

佃户姓名在经历一段时间后与现实中屯田上的小租主姓名不符。若差役本人对散处在淡水各处乡间

官庄的地权流转未能做到充分掌握 ( 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 ，则他们在征收屯租时很容易陷入既找

不到登记册上的旧小租主、又找不到当下的新小租主的困境。当社区领袖人物 ( 如乡保长) 拒绝与

差役合作时 ( 这正是头役蔡陞那份报告中提到的情况) ，这种困境只会加剧。结果，无论淡水同知

如何在衙堂上笞打办事不力的差役，他始终难以摆脱屯田小租权频繁流转导致的屯租征收困境。
拳山保官庄的这种情形，绝非屯租征收工作中的小插曲，而是其常态。在一张道光二十八年

( 1848 年) 吞霄社各小租主未完屯租名单中，总计 33 家抗租户中有 17 户被查明系 “承顶” ( 这是

小租权购买的俗称) 而来 ( 被记为 “某某某顶某某”这一形式) 。当然，剩下的 16 家抗租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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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有一部分实际上也已将小租权转顶他人，只是调查者尚未发现而已，所以只能将原小租主姓

名写上。瑖瑤 一份规模更大的样本是同治七年 ( 1868 年) 蛤仔市、大坑口、铜芎中、西山背、屯霄社

各处的抗欠屯租名单。在该名单涉及的全部 437 家抗租户中，至少有 348 户———占抗租户总数的

79. 6%———系从原小租户处承顶而来。瑖瑥 转顶后形成的新小租主之所以经常成为抗欠屯租的 “主

力”，很有可能是因为新旧小租主未能就缴纳屯租事宜达成一致。具体而言，寻求出售屯田上小租

权的旧小租主为了让自己的小租权显得负担较轻 ( 从而吸引更多的买家，并抬高小租权的售价) ，

在转顶契约内可能不会写明新小租主对官府的屯租义务 ( 这明显违反了官方的要求) 。瑖瑦 此外，即

使双方在交易时可能就未来应如何缴纳屯租达成一致，但他们也有可能就旧小租主在交易之前历年

欠下的屯租究竟应由谁来补缴一事发生争议。
光绪十三年 ( 1887 年)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向朝廷上奏揭露了该地区官有土地经营的大崩

盘。他表示，“迄今百余年来，屯租则征不足额，屯饷则减半放支”。由于台湾各地屡遭兵变，屯田

档案多已散失，结果基层官府在每年催征时，“但知岁额”。即使是原本负责督促各佃户完纳屯租的

“佃首”，也“并不知田在何所，户租几何”。“佃棍”们甚至 “窃占盗卖，上下相蒙”，“以致积欠

岁增，额饷日绌”。瑖瑧 在频繁的动乱、羸弱的监控能力、不受控制的地权流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官有土地经营事业被迫走向终结。刘铭传也不得不开启土地 “私有化”进程: 与民田一样，所有屯

田都将接受官府的统一丈量和登记，原有的屯租将被废除，而小租主们也转变为拥有完整 “所有

权”的“业户”，从此以后只须向官府缴纳田赋。瑖瑨 自光绪十四年 ( 1888 年) 以后，屯租在台湾基

本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瑖瑩

三、与地权搏斗的刘铭传财政整顿运动

屯田整顿方案，实际上只是刘铭传在台湾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财政整顿运动中的一环。作为台湾

首任巡抚，刘铭传需要为本省的各类 “国家建设”事业———军工业、铁路、邮政、矿业———筹措资

金。光绪十三年 ( 1887 年) ，决意励精图治的刘铭传开始了台湾地区的清赋事业。在大量地方士绅

的配合下，台湾当局对全台范围内的田园实施了丈量，从而得以将大量之前未经报陞的田园纳入赋

税体系之内。瑘瑠

除了扩大应征田赋的田亩面积，清赋运动也以“减四留六”的政策，将旧有征粮制度予以重大

改动。该政策大约出台于清丈结束后的光绪十四年 ( 1888 年) 三月底、四月初，其实质内容在于

完粮义务改由小租户承担，以及大租户为此须将部分大租补偿给小租户。鉴于土地的实际控制人多

为小租户而非远离土地的大租户，台湾当局决定将丈量土地后产生的单据即 “丈单”发给小租户，

并由小租户承粮。为了对小租户的纳粮负担进行补偿，台湾当局决定，从此以后小租户在缴纳大租

—76—

清代民间地权习惯与基层财税困局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瑘瑠

参见淡新档案，行政-抚垦-屯务，17403-26。
参见淡新档案，行政-抚垦-屯务，17416Ⅰ-9。
关于官方要求，参见注⑨，戴炎辉书，第 508 页。
［清］ 刘铭传: 《刘铭传文集》，马昌华、翁飞点校，黄山书社 2014 年版，第 244-245 页。
参见注瑖瑦，刘铭传书，第 245 页。
参见注⑨，戴炎辉书，第 528-529 页。
参见注瑓瑧，周宪文编著书，第 349 页; 李文良: “晚清台湾清赋事业的再考察——— ‘减四留六’的决策过程与意义”，《汉

学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 ( 2006) ，第 388、390 页。



时，可将原有大租额的四成扣留以便完粮，而只须向大租户缴纳剩下的六成。瑘瑡 与百余年前闽清知

县万友正那遮遮掩掩的政策建议相比，刘铭传的这一改革，意味着台湾当局以登记和征粮的方式，

开始彻底承认田面主 /小租主的事实地位与合法身份。从财税视角而言，刘铭传的改革意图在于，

在不摧毁原有的多层地权体系这一前提下，将完粮义务加诸土地及其收益的实际控制人身上，从而

便利基层政权的田赋征税工作。在官方的这一设想下，即使此后大小租主间仍会发生纠纷，但由于

田赋是从实际握有土地收益的小租户处征得，故而这类纠纷并不会像之前那样对地方财政构成实质

性威胁。
但淡新档案中的部分案件显示，刘铭传此举似乎并没有带来一劳永逸的效果。发生于光绪十七

年至二十年 ( 1891 年至 1894 年) 的“陈源泰即陈明德诉张阿祥”一案，就是这方面一个最生动的

例子。在该案中，原大租主曾金镕原本每年从小租主张阿祥处收取大租 100 石左右。光绪十二年

( 1886 年) ，曾金镕将每年 100 石大租中的 40 石，以 477 洋元的价格典与陈源泰，亦即陈源泰出资

购得了 100 大租中 40 石的收益权。在同年稍后时间，曾金镕又将剩余的 60 石大租作为每年应付利

息，向张阿祥借银 460 洋元，亦即小租主张阿祥本人以 “胎借” ( 即以土地为抵押的借贷) 形式购

得了 60 石大租的收益权。换句话说，原有的 100 石大租权，至此被张阿祥和陈源泰两个家庭分割

完毕，小租主张阿祥从此以后每年只需向典权人陈源泰支付 40 石大租，剩余的 60 石大租，由于与

张阿祥、曾金镕二人借贷关系中产生的每年应付利息相抵销，实际上无须支付。瑘瑢

光绪十四年 ( 1888 年) “减四留六”政策的出台，打破了这种土地收益的不稳定均衡。当典权

人陈源泰在光绪十五年、十六年 ( 1889 年、1890 年) 向张阿祥收取大租时，后者却表示，尽管他

在之前数年向陈源泰缴纳过 40 石大租，但依据 “减四留六”的新规则，他有权留下 100 石大租中

的四成———亦即本应支付陈源泰的 40 石———以便完粮。陈源泰在无奈之下，只得于光绪十七年

( 1891 年) 四月将张阿祥告上新竹县衙。此案的症结就在于，尽管各方当事人都未对 “减四留六”
政策本身表达异议，但他们却从各自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该政策在此案中的具体贯彻方案提出了针

锋相对的理解或说辞。原告陈源泰在诉状中声称，在张阿祥原本应向其缴纳的 40 余石大租中，在

清赋后仍有六成———即 24 石———须向其缴纳。瑘瑣 而在被告张阿祥的说法中，在总共 100 石的大租

中，他已经将“减四留六”中的六成支付给了曾金镕 ( 尽管最终因其每年有权向曾金镕收取 60 石

利息，从而将这 60 石大租支付抵销了) ，所以完全有权扣下剩余的全部四成以履行完粮义务，“( 陈

源) 泰岂能以四成之中，再欲抽出六成，而强令以完纳? 若此者，不啻一牛两皮、苟遂图噬之谋，

使明明宪示诚将何用耶?”瑘瑤 而原大租主曾金镕为了避免最终由自己承担陈源泰的典权损失，也支持

陈源泰的说法: 在张阿祥于清赋前应向陈源泰缴纳的 40 石大租中，仍应划出六成支付给陈源泰。瑘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清赋运动后完粮责任人变为小租主，所以此案中张阿祥得以像清赋前发生的地

权纠纷中的大租主那样，数次以威胁无力完粮这一手段，来促使知县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瑘瑦

“减四留六”的新政策，在此案中陷入了政策制定者或许未曾预料到的复杂、分化、多变的地

权关系网络之中。在最初制定该政策时，决策者或许想到的仅仅是一块土地上的一个小租主每年定

期向一个大租主缴纳定额大租这一 “理想型”。但此案中的地权关系大大偏离了这一形态: 曾金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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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 100 石大租权，经过典卖和土地抵押借贷这两种交易手段，分化成了陈源泰享有的典权 ( 由

于陈源泰无法实际上占有和耕种土地，他在此案中典权的实际内容就是 40 石的大租权) 和张阿祥

享有的 60 石利谷收取权。结果，在“减四留六”政策的 “实施细则”缺位的情况下，各方当事人

对于何为张阿祥小租权上附随的 “大租”、何为“大租”中的“六成”以及何为其中的“四成”等

议题，主张着迥然不同但又都看似有理的解释。但是，倘若这类纠纷难以化解，则新竹知县又有可

能陷入清赋前时常面临的因地权纠纷引发的财税危机之中。
在历时三年有余的案件调查与审讯过程中，新竹县衙的知县和书吏们对此案事实与解决方案的

看法亦数度摇摆。这显示出他们 ( 尤其是作为外省人的知县本人) 不仅似乎无法或无意彻底厘清此

案中的复杂地权关系，而且对能否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也缺乏信心。最初受理此案的知县沈茂荫似

乎对支付过数百元典价但却不能获取大租的典权人陈源泰感到同情。瑘瑧 在收到张阿祥的反诉状后，

沈茂荫在批示中又倾向于赞同张阿祥有关 100 石大租中的四成应全数留给其完粮的说法，并认为陈

源泰的损失应由原出典人曾金镕负责。瑘瑨 负责调查此案且对基层情形明显更为熟悉的书吏吴宗，则

在光绪十八年 ( 1892 年) 闰六月提出了一种更为合理的 “减四留六”算法: 在大租总额 100 石不

变的情形下，新的大租变为了分别由陈源泰和曾金镕享有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而这两个部分都

必须适用“减四留六”规则。具体而言，对于陈源泰因支付典价而获得的 40 石大租，张阿祥仍应

当支付其中的六成即 24 石，并扣留剩余的 16 石; 对于曾金镕在名义上仍享有的 60 石大租，张阿祥

也应当在名义上支付其中的六成即 36 石，并扣留 24 石。瑘瑩 然而，这一顺应地权分化事实、在 “法

律关系”的梳理上颇为清楚的方案，在现实中执行起来却无疑有着难度: 由于张阿祥每年尚须从曾

金镕处收取借贷产生的利息 60 石，所以即使将新方案中张阿祥应缴纳曾金镕的 36 石租谷抵扣利

息，曾金镕仍应向张阿祥支付其余的 24 石利息。然而，在能否于现实中迫使身为大租主的曾金镕

每年向小租主额外支付 24 石利谷一事上，当地官府显然缺乏信心 ( 尽管这种做法有 “法律”依

据) 。当张阿祥在同年七月的诉状中，坚持认为“一业”只能“一抽”，反对“双抽”，且威胁说若

自己的利益受损则将无从完粮时，沈茂荫的批示又写道此 “似系实情”。瑝瑠 沈茂荫的继任者、新知

县叶意琛在光绪十九年十二月 ( 1894 年初) 最终就本案作出判决。他并未接受书吏吴宗提出的那

个更顺应此案中地权关系、但实际操作也更为复杂的方案，而是直接撤销了此案中陈源泰一方的典

权，并下令曾金镕返还典价。瑝瑡

叶意琛开启的显然是本文前面描述过的 “国家的视角”: 为减少纠纷、便利税收，官僚倾向于

对复杂的地权予以简化。但司法判决中“国家视角”的执行却依赖于国家能力，而后者似乎恰恰正

是新竹县衙所缺乏的: 直到光绪二十年 ( 1894 年) 七月，陈源泰仍在向又一新任知县范克承诉称，

一方面曾金镕始终未能偿还自己原本支付的 477 元典价，另一方面张阿祥也没有向其支付自光绪十

五年 ( 1889 年) 以来的任何大租。瑝瑢 而张阿祥在稍后的反诉状中仍然坚持他所理解的 “一业一抽”
原则。新知县范克承只能在该年十月发出签票，下令开堂重审。瑝瑣 此案的卷宗文件就此打住。我们

亦难以知悉这起纠纷最终是否得以解决，以及解决方案为何。
正如李文良所言，“刘铭传的清赋事业并没有改变原本的租佃结构、租税关系，反而是让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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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化”。瑝瑤 通过“减四留六”政策，刘铭传反而让征粮工作卷入更为复杂且变动不居的地权交易市

场之中。正如上述案件所显示的，“减四留六”政策以直接干预土地收益分配的方式，引发了地权

市场的新波动，而这些新波动又可能引起新的纠纷，并最终影响田赋的及时缴纳。淡新档案中的其

他卷宗还显示，清赋后，部分强势的小租主，一方面借助新政策享受了原大租额度中的四成利益，

另一方面又继续打着自己要完粮的旗号，向真正的佃耕户加收小租，亦即直接将田赋负担转嫁给了

最为弱势的佃农。瑝瑥 结果，新的地权纠纷仍在不断发生，只是此时向地方官威胁不能及时完粮的主

体，从以前的大租主变为了如今的小租主。但这种纠纷以及由纠纷引发的纳税危机，注定要让官府

感到一如既往的头疼。清赋事业所遭遇的这些困局似乎在表明，如果不调整民间复杂的大小租地权

体系本身，仅仅通过转嫁完粮责任，是难以完成充分提高财政汲取能力这一任务的。在展开 “国家

建设”的同时，尚须以“社会建设” ( society-building) 进行配套。而这似乎超出了一个前近代帝制

政权的能力。

四、结语

在羸弱的基层行政能力和复杂的民间地权结构这双重阻力的作用下，清代闽台当局不得不一次

次正视并接受本省的田赋征收困局。在同治三年 ( 1864 年) 、同治十二年 ( 1873 年) 和光绪二年

( 1876 年) ，闽浙总督都曾奏请豁免历年民欠未完正杂钱粮。瑝瑦 光绪十一年 ( 1885 年) ，闽浙总督杨

昌濬再次提出类似的奏请。瑝瑧 尽管此时正值台湾筹备建省，但户部仍同意将台湾同时段内未完钱粮

“奏请一体蠲免”。瑝瑨 面对历经千百年茁壮成长起来的地权丛林，努力挣扎着迈向近代国家的这个古

老帝国，仍旧被迫以仁政的旗号一次次地接受财税挫折。
当日本殖民者在甲午战争后 ( 1895 年) 占领新竹县城并清点县衙中的残存档案时，他们发现

这个被打败的帝国权力机器的末梢之脉搏是何其微弱。正是借助于日本人的账目清理和记录，我们

才得以知悉: 尽管经历了刘铭传的大力整顿，但自光绪十四年份 ( 1888 年) 直至光绪十九年份

( 1893 年) ，新竹县各年欠缴田赋分别占据了每年应征总额度 ( 51220 两) 的 49%、11%、17%、
21%、29%、30% ; 尽管在名义上每年征收钱粮的截止时限是十二月底，但由于各业户不能如期起

完，新竹官方往往须至翌年四月底方奏销造报。瑝瑩 尽管本文远非精确的定量研究，但通过对淡新档

案中生动个案的展现，本文至少能够表明，民间地权的复杂性，是此地区始终未能克服财税困局的

一个重要原因。
以一田多主为代表性制度的复杂地权秩序，也绝不仅是明清以降闽台的 “区域特色”。实际上，

一田多主现象广泛分布于清代各省。 在民国时期，一田多主仍持续存在，以至于民国时期的基层

法官和政府官员在处理抗欠土地税案件时，也陷入了与昔年淡水同知和新竹知县同样的困境: 由于

土地被层层转佃，业户的收益无法得到稳固的保障，结果业户抗欠田赋。 名义上的土地所有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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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的土地控制人相分离这一事实，迫使 20 世纪 30 年代的四川巴县征收局一度出台与前述清代

乾隆年间万友正之建议和光绪年间刘铭传之政策类似的规定，亦即令田面主分担业主的粮款和摊派

负担。 然而，在对地权结构本身未做调整的情况下，这一改革能否充分获得便利征收的实效，仍

是未定之数。
因此，在清末以来的中国私法近代化过程中，“物权法定”原则的出台，就有了超出往常理解

的、特殊的中国意义。近代国家尝试以民法典的形式，将物权 /地权的类型予以固定化和法定化，

明确规定各种物权的具体内容，要求以登记等手段对物权变动予以公示，且限制以契约手段自由创

设新种类的物权。 所有这些举措都将有利于适度化约地权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从而在降低交易成

本、促进全国范围内市场流通的同时，也便利近代国家的管理和征税。同时，中国近代民法典的编

纂者们在将物权类型固定化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对本土资源示以尊重。一方面，作为一种 “土地的

有保留出售”，典的习俗被民国民法典的编纂者所继承，以便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并尊重他们在观

念上对土地的依赖。 另一方面，尽管田面权习俗没有被完整保留下来，但民法典中的永佃权制度，

仍尝试对在土地改良上作出实质贡献的真正佃耕农予以权利保护，尽管其制度设计和实践远非完

善。 如何在尊重本土习惯、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国家建设等同等重要
獉獉獉獉

的目标间维持一种均衡，始

终考验着近代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国法律人。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例》、淡新档案等一系列史料的考察，展现了缺少立法调整和政府管控的

清代复杂地权习惯对财政汲取乃至国家建设所造成的困扰。“地方性知识”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

当性，它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与其他同样正义的价值诉求相兼容。以法治的手段
獉獉獉獉獉

，去化约地权

习惯中的复杂性，同时对值得保护的正当权益予以充分保障，从而令 “国家”与 “社会”实现和

解，并最终走向双赢，或许是一条中国近代史本应走完却未曾走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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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of accomplices， treating accomplices as perpetrations， investiga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inci-
pal offenders of nonfeasance， and expan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isting charges． However， due to the spe-
cial provisions of the law， the sam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gul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expansive inter-
pretation methods，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interlacing situations in their scope of application， which
lead to arbitrary judicial application， the overriding of charges，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viol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Ｒetaining only one regulatory path is not the best solution， because the new path
of treating accomplices as perpetrations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nature of behavior
and the effect of criminal punishment， the path of investiga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incipal offenders of
nonfeasance shows its existence value because of its unique structure and component settings， and the path of
expansive interpretation also helps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crime and criminal law in the internet era．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a pluralistic regulatory path system， we should follow up with the prin-
ciples of taking the judicial precedence prior to legislation， avoiding the penalty gap and obtaining the ration-
ality of sentencing， and establish the order of the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paths for the cyber accomplice，
which is mainly composed of accomplice path and supplemented by other paths． Meanwhile， we should revise
the theory of accomplice， re-interpret and fine-tune the criminal provisions of the relevant crimes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reality of the alienation of accomplices on the Internet．

Key Words Ｒesponsibility of Accomplices; Treating Accomplices as Perpetrations; Principal Offend-
ers of Nonfeasance; Expansive Interpretation

Yang Caixia， Ph．D． in Law，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Legal Ｒegulation of Workers’Collective Action:
with the Legitimacy Judgment at Its Core XIAO Zhu·41·

The right to collective action is not an absolute right， and its content， boundary and limitat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norms of domestic law．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workers collective action needs to make
institutional selection in empowerment and restriction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stage of social devel-
opment and maturity of collective labor relations． The core path of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based on the legal exemption of legitimacy judgment of subject， purpose， procedure and means． The judg-
ment of subjectivity legitimacy should keep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ubject of collective dispute right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rights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abor three rights; the judgment of objective
legitimacy should be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improving and increasing the labor and
other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the legitimacy of procedure should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peace， observe the principle of last means， the principle of joint resolu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fair-
ness; the legitimacy of the means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on of excess and take the pas-
sive and non-violent means．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Legal Ｒegulation; Legitimate Judgment
Xiao Zhu， Ph．D． in Law，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Ｒelations．

Land Ｒight Customs and Local Fiscal Dilemma in the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Multiple Land Ownership in Fujian and Taiwan LAI Junnan·56·

Complicated land right customs in Qing， in particular the multiple land ownership system， constantly
troubled local governance and revenue of this empire． Provincial Ｒegulations of Fujian， representing the per-
spective of elite officials， firmly denied the multiple land ownership system in name but permitted 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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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s of the land tax levy system according to actual conditions of land rights． Danshui and Xinzhu
Archive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fully admitted the fact of the multiple land ownership and protected
customary interests of surface owners of land． Complicated rent disputes caused by the multiple land owner-
ship exhausted local governments when the latter had to solve such cases． Subsoil owners in such disputes fre-
quently refused to pay land taxes or threatened to do so． On government-owned land there was also the multi-
ple land ownership system which admitted the independent right of surface owners． As a result， local govern-
ments， as the subsoil owner， found it difficult to collect land rent due to frequent transfers of the surface
right． The fiscal consolidation movement in the 1880s， opened by Liu Mingchuan， did not change the funda-
mental structure of the multiple land ownership and even made tenancy relations and rent-tax relations more
complicated．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of real right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ivil law modernization move-
ment in modern China was in fact helpful for reducing the complexity of land right customs， would benefit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and taxation， and thus served to the mission of state-building．

Key Words Multiple Land Ownership; Major /Minor Ｒent; Land Tax; Liu Mingchuan; State-building
Lai Junnan， Ph．D． in Law，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ud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On the Ｒevocation of Authorization of Agency by Mandate
———also on the First Half of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73 of GPCL of PＲC CUI Shuanlin·72·

The term cancel the mandate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73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 shall be construed as the recall of authorization not based on the defects of
declaration of will after it becomes effective rather tha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agency by mandate be-
come void or invalid． The recall of authorization not based on the defects of declaration of will after it be-
comes effective should be defined as Ｒevocation instead of Withdrawal or Avoidance． Defining the term as
mentioned above is the only method to: ( a) make the term cancel the mandate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73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 workable; ( b) ensure the
clarity and harmony of those three acts based on declaration of will that cause authorizations become invalid
or become ineffective in the agency by mandate system conceptually and logically; ( c) make those concepts
and rules in the Law of Agency by Mandate be in line with norms and practices in the Law of Agency in
western countries．

Key Words Agency by Mandate; Authorization; Ｒevocation; Withdrawal; Avoidance
Cui Shuanlin， Ph．D． in Law，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Schoo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n the Dominus’s Obligation of Ｒepayment in Negotiorum Gestio-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cond Sentence of Article 183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WU Xunxiang·84·

The scope of dominus s obligation of repayment in negotiorum gestio is determined by the basic para-
digm of the negotiorum gestio．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legal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law， there are two basic
paradigms in the negotiorum gestio system． These two paradigms are based on general( non-emergency) situa-
tions and emergencies， and both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erms of protection and scope of appli-
cation． The contemporary civil law countries generally adopt the general situation as the basic paradigm， and
treat the situation of remedy through special regulation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within the negotiorum ges-
tio system． Article 121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generally limits the scope of the repayment obli-
gation to the necessary expenses， indicating that it has adopted the basic paradigm of proper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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